宗族何以塑造地权稳定性？
仇童伟 罗必良

摘要：宗族是中国乡村社会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之一，其在村庄资源配置和产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基于村庄行政渗透不足状态下地权竞争的分析发现，宗族间的相互制衡有助于稳定地权并提高其可交易性。即使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弱者反抗以及行政渗透加强，也能够有效限制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甚至加固地权稳定性。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中212个村庄样本和7527户农户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1）宗族间的相互制衡会使得农地调整更容易按照村民诉求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率和农地流转率也更高；（2）当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提高及村庄处于偏远山区所表征的农地重要性提高时，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抑制性会被有效削弱；（3）随着行政力量的渗透，宗族按照势力配置村庄地权并抑制农地流转的行动逻辑将被有效限制。本文强调，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宗族面临弱者反抗和行政渗透时的自我约束，均具有稳定地权，促使村庄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对于宗族需要正确引导和有序规范，促使其成为法律规范的有益补充，诱发基层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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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农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与农民的财产权益表达，农地产权制度是贯穿中国四十多年农村改革历程的主线。从全面肯定家庭联产责任制在农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到二轮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政策的落实，农地产权改革经历了从“还权松管”到“赋权强能”的历史嬗变。其中，农地使用权的管制放松促成了1984年之前粮食产量的加速增长（Lin，1992），收益权排他性的增强优化了农业生产中时间和劳动质量的配置（林毅夫，2010），处分权的管制放松则是活跃农地流转市场的关键（Ma et al.，2015）。显然，使用权与处分权的管制放松有助于增益其农地使用价值，而收益权的强化则体现了农地财产价值最大化的努力。赋权强能的核心在于地权的明晰及其稳定性
。

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近20年，现实中的农地产权仍存在诸多不稳定的情形。例如，叶剑平等（2006）基于全国17省的调查数据表明，有34.6%的村庄在二轮承包后经历了农地调整。同时，只有26%的受访农户拥有符合规范的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叶剑平和田晨光，2013）。Wang et al（2011）对全国6省的调查证据显示，1998-2008年间，受访村庄平均经历了1次农地调整。马贤磊等（2015）、钱忠好和冀县卿（2016）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在2000年，有21%的农户在流转农地时需要经过村集体同意，到了2008年，仍有3%的流转受到村集体限制（郜亮亮等，2014）。丰雷等（2020）则发现，即使在新一轮农地确权即将收尾的阶段，依然存在土地测量不到位、实际颁证滞后、征地程序部分环节存在缺失等产权不稳定的情况。实际上，保护农民地权的法律安排在很多地区并未充分实施
（Deininger & Jin，2009）。

与法律相比，社会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地权实施的影响不容小觑。Dixit（2004）指出，即使诱致性制度变迁相对缓慢，但其长期的累积与沉淀仍可以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显然，农地产权的界定与实施是在村庄社会结构中进行的，并在多方博弈中达到均衡。宗族因其固有的文化地域性和组织性，对村庄社会结构存在重要影响。村落聚村而居的传统则将地缘和血缘关系锁定在特定区域内，致使“权力文化网络”在农村要素配置中占据重要地位（贺雪峰和仝志辉，2002）。仇童伟和罗必良（2019）的分析表明，宗族对地权的影响，取决于宗族代理人是按照族员的需求还是按行政命令调整地权。随着行政权对族权的控制，村庄治权资本化的概率将上升。而且，法律层面的农地产权是通过村集体实施的，而村庄治权可能本身就与族权关系密切（王铭铭，1997）。

笔者2018年对广东省湛江市乌石镇某村的实地调查就发现，尽管该村人地关系紧张，人均耕地不足2亩，但该村村长一户拥有的耕地数量就超过了50亩。我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该村出现过一次承包地收回现象：即各家根据自己手中持有的“地契”，要回自己祖上耕作的土地，当地人称之为“祖宗地”
。该村村长由于是当地大宗族成员，且族内势力较大，最终获得了远高于村庄平均水平的农地数量。无独有偶，吴秋菊（2014）在2011年对赣西北宗族村落周村的调查发现，当地形成了一套以祖业观念为基础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在发生土地纠纷，或征占集体土地时，大宗族往往可以追诉至80年代初甚至更早，以证明土地的最初产权归属，小家族则无可奈何。由于大宗族最初拥有的土地规模较大，这就造成他们在后续的土地占有中更具优势。刘锐（2018）则发现，包括祖业权在内的习俗性产权，虽经外部力量冲击仍牢固存在，在部分地区的地权界定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农村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决定了宗族对地权具有天然偏好，这很容易诱发行政力量渗透不足时地权界定过程中的竞争
。从逻辑上来说，各宗族间力量对比越是失衡，地权的界定越可能按照大宗族的意愿进行，从而降低其稳定性和可交易性。根据《中国家谱总目》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拥有宗族的县级城市超过了2130个。如此广泛的宗族分布，理应对农村地权界定产生重要影响。

显然，如果认为宗族会按照势力或者力量对比来处理村庄事务（肖唐镖，2001）、且具有干预村庄选举从而俘获村庄治权的特点，那么村庄地权界定必然由大宗族控制，小宗族或其他姓氏的地权具有高度不稳定性。但事实上，尽管这一现象曾经较为普遍，但却并未成为长期性趋势（张同龙和张林秀，2019）。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何种原因使得宗族能在地权界定中做到“自我克制”？这对于理解宗族的行动逻辑，并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和规范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相关研究指出，弱者也可以获得产权。其一，在古诺竞争假设下，与强者相比，较穷或较弱的竞赛者通常会提高自己的地位，这被称之为“权力悖论”（Hirshleifer，1991）。“权力悖论”出现的必要条件是，弱者在冲突中的边际投入小于边际收益，且所竞争的资源是其唯一的生计来源；其二，现有强者为了赢得与潜在强者之间的竞争而采取的竞争策略会使得弱者获得产权（曹正汉，2008）。换言之，除了大小宗族间直接的竞争，宗族与其他社会力量（如政府）的竞争，也会变相提高小宗族的竞争能力，从而优化冲突均衡，增强地权稳定性。显然，无论是“权力悖论”，还是大宗族与外在力量的制衡，都在推动村庄地权界定摆脱强者说了算的局面，促成弱者获得稳定的地权。这或许可以解释宗族为何在地权界定中能够做到“自我克制”，并可能在多方互动中强化村庄地权的稳定性。

尽管现有研究通过案例调查，发现宗族对地权稳定性存在负面影响，但仍缺乏统计学意义上分析。同时，尚无研究探讨为何分布如此广泛的宗族并未造成普遍的地权不稳定，其内在机制又是什么。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在农村行政渗透不足状态下讨论宗族何以塑造地权稳定性，并回答了宗族为何可以走出强者说了算的困境，即“权力悖论”何以出现。这为在行政渗透不足时，有效利用基层自治的内在逻辑来保障农民权益提供了思路。因此，动员宗族等非正式组织的积极力量，从而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匹配法治、自治与德治以优化基层治理，是值得重视的现实议题。

二、分析线索

农村长期的封闭性决定了土地是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人多地少的国情更是加大了土地的稀缺性，对于土地及其配套资源（如水源）的竞争性配置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作为同一个祖先的子嗣组成的“控股公司”，控制财产（以土地为主），守卫耐用资源成为了宗族的主要功能。土地资源的严重稀缺则是多宗族竞争的直接原因，行政渗透不足则是博弈发生的必要条件。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土地依然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加之基层自治的实施和村庄行政管理成本巨大，宗族等非正式社会组织在地权界定和实施中的作用仍可能存续。由于地权的法律界定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非正式组织的影响，实际的地权界定可能与村民诉求相悖，并造成地权不稳定。显然，产权的预期稳定是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易价值的前提（Alchian，1965），地权不稳定则会降低农地的可交易性。
本文在行政渗透不足的假设下，考察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影响。假定行政渗透不足，村庄各宗族在生产和竞争地权间进行权衡。由于耕地是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其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取决于宗族竞争过程中所达到的均衡状态。如果各宗族的力量类似且相互制衡，地权的界定将依据村民达成的协议进行，也不会存在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然而，行政渗透不足前提下的均衡状态很脆弱，一旦力量对比失衡，资源将被少数团体或个人攫取（Hirshleifer，1991）。为简化分析，假定村庄存在两个宗族，双方都以最大化收益为目标
。在地权竞争之外，双方无休闲活动或其他非创造收益的活动，且不存在偏好异质性。

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能力是人类行为的两个重要方面。假定在任何时间点上，宗族1和宗族2均把当前可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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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3.wmf]i

E

（在耕地上进行生产性投入）和分配性投入
[image: image4.wmf]i

F

（即与另一个宗族竞争地权）。根据Skogh和Stuart（1982）的研究，本文不区分地权竞争中的进攻和防御活动。那么各宗族的资源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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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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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资源总量为常量。从而意味着，村庄的耕地资源是恒定的，与博弈双方的行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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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把资源转换为生产投入和地权竞争投入的单位换算成本，且为常量。定义生产强度和地权竞争强度变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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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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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态条件下，假定宗族1和宗族2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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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作出一次性最佳选择。其原因在于，如果宗族1和宗族2的选择可以根据其资源的多少而变化，那么就会存在贫穷或资源极少的一方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竞争之中（Hirshleifer，1991）。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村庄将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之中，直至一方被彻底消灭或赶出村庄，同时资源也会陷入非生产性的耗竭之中，这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
由于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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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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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由在生产中的投入所决定，那么可设置如下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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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只有通过地权竞争才能获得耕地资源，双方竞争成功的概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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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双方成功的概率满足
[image: image19.wmf]1

2

1

=

+

p

p

。那么在耕地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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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Tullock（1980）提出的竞赛成功函数（CSF），宗族1和宗族2成功比率
[image: image21.wmf]2

1

p

p

由他们的地权竞争投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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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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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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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性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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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而增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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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含义是资源重要性程度。显然，当耕地是各宗族唯一的生产资料且人地关系紧张，或宗族所在村庄远离政治中心且获得资源只能依靠竞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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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著增加，争斗将趋于激烈。在传统乡土中国，不同村庄或不同姓氏的农民因为水源而发生械斗往往是一种常态
。此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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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达的地权竞争投入来看，它是宗族内所有个体的集合。很显然，宗族规模越大，单位成员的投入就会越低，为获得资源单个个体的边际投入也相对较小，这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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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个个体的竞争投入十分敏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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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前提下，宗族成员的增加具有规模优势，从而增加了成功概率，并降低了其他宗族能分得的耕地，地权界定与实施难以满足村民的公平诉求。
由式（4）和式（5）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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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2）、式（5）和式（6）可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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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表达的是均衡成功比率。它表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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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于1时，资源比率和均衡成功比率对竞争投入都极其敏感。均衡成功比率取决于双方的资源投入，而宗族规模及其组织化扮演着重要角色。宗族力量对比越失衡，大宗族组织化程度越高，其博弈投入的优势越明显。只要宗族内单个个体的竞争投入大于博弈后所能分配的耕地资源，那么竞争投入就是值得的。
进一步地，博弈投入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而在生产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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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时，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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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利用所控制的耕地创造更多的收益。那么，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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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化收益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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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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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束。为了考察宗族1和宗族2会在竞争耕地中投入多少资源，根据拉格朗日求极限的公式，可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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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和式（10）分别为宗族1和宗族2的反应函数，即对方改变竞争强度时自己所进行的最优投入。逻辑上说，各宗族在竞争中的投入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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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竞争成本。一方面，耕地价值的上升或生计困难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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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从而诱使宗族在地权博弈中投入更多资源。另一方面，各宗族发起竞争的成本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对于大宗族而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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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为低。首先，“人多势众”会降低单个成员的博弈投入；其次，宗族力量越大，越可以形成足够大的竞争威胁，从而在地权的博弈中“不战而胜”，这意味着大宗族的地权竞争成本相对较低。相反，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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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宗族1和宗族2将在地权竞争中投入相同的资源。由式（7）可知，博弈投入和成功比率是正相关的，地权界定也因为宗族1和宗族2的相对博弈强度而在均分和偏向一方之间转换。
直觉上看，随着耕地价值的上升，宗族1和宗族2在冲突投入上有任何给定的不等条件，那么地权的界定和实施就会大受影响。耕地越是重要，或可能具有开发潜力，都会使各方有“背水一战”的动机，即选择一个比之前更高的竞争投入。但现实的情况是，小宗族对冲突投入的增加意味着单个成员必须付出比大宗族成员更高的代价。式（1）表明，宗族是在生产和地权竞争中分配资源，小宗族如果付出大量的资源在地权竞争中，那么他们在生产中的投入将大幅减少，这会严重影响生产性收益。虽然大宗族的成员在竞争后所获的收益因人数较多而下降，但相较而言，他们在地权竞争中也付出了更小的代价。

地权界定中的竞争也会影响农地的交易价值及其流转。众多研究表明，地的不稳定会提高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进而抑制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Deininger & Jin，2009）。如果地权界定是社会冲突的结果，那么未来冲突双方势力的转变都可能造成地权的重新界定，这将弱化农地流转的稳定性和参与人的交易激励。逻辑上说，商品的可交易性取决于未来收益和使用的稳定性，在使用权随时易主的情形下，不仅收益难以保障，还可能在新的冲突中丧失前期投入。

式（7）表明，宗族所能获得的农地资源取决于在地权竞争中的投入。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宗族是否更偏好于冲突？又是否必然在冲突中投入更多资源？实际上，虽然财富可以为成功剥削穷人提供必要资金，但最初的弱势集团通常会出于理性动机更为顽强地战斗。换言之，非冲突性或合作性策略对财富较多的一方更为有利。舒赫拉发（2012）认为，“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说法虽然有时有效，但并不总是正确的。“权力悖论”出现的关键在于，当一方竞争者的资源比其他对手小时，其斗争活动的边际收益率要比生产活动的边际收益率高。显然，当耕地的重要性越大，冲突就会升级，小宗族能从博弈中获得的收益就越高。而且，大宗族并不会把小宗族逼到走投无路，因为这会造成极大的反抗，给大宗族的生产经营带来巨大风险。在“权力悖论”适用时，冲突的过程虽然会消耗收益总量，但也会让剩下的收益分配地更加均匀。正是存在弱势群体为生存底线的斗争，地权博弈中的均衡成功比率才可能向1靠近，从而提升地权稳定性，形成博弈力量均衡的态势。

除弱势群体自身反抗所诱发的产权获得，曹正汉（2008）提出了另一种弱者产权形成的情景。他认为，地权竞争实际是政治力量的博弈。政治力量的建构不仅包括自身的团结和凝聚力，还与更强大的政治组织建立关系密切相关。即使大宗族拥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村庄政治力量，但与小宗族的博弈并不是其政治博弈的唯一对象。尤其考虑到任何由宗族势力引发的违法行为都可能遭到行政力量的压制。即便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大宗族与行政力量的竞争也会弱化他们在地权竞争中的投入，从而迫使均衡成功比率向1逼近。曹正汉（2008）关于政治力量竞争的讨论是对本文理论模型基本假设的拓展。换言之，当村庄行政渗透增强，依靠宗族势力配置地权的行为就会被压制，从而推动村庄地权配置的公平性与合法性。

显然，在地权竞争中获胜不仅取决于宗族直接的资源投入，也取决于基层治理中各方的相互制衡。当村庄存在多个宗族，且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时，村庄地权的稳定性不仅会得到进一步增强，基层民主制度也更容易实施（孙秀林，2011）。此外，即使在村庄宗族力量对比失衡的状态下，宗族的“自我约束”也会因弱者反抗和行政渗透而得以显现。换言之，宗族对地权稳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情景依赖特征，其内在竞争资源的属性会因村庄政治生态的改善而消解，转而支撑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产权界定及实施的稳定性。

三、数据、变量与估计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2016年实施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该调查通过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进行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建立了以劳动力为调查对象的综合性数据库，包含了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追踪和横截面数据，可为实证导向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数据。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在全国（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展开，共完成了401份村居社区问卷，14226份家庭问卷，21086份15-64岁劳动力人口个体问卷，具有较好的全国和区域代表性。本文研究的是农村地权主题，故截取了农村居民和村庄数据，并将村庄和农户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剔除。文章最终使用的样本包括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12个村庄，7527户农户。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本文因变量包括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农地流转。在已有研究中，农地调整和农地产权证书是衡量农地产权稳定性的主要指标（Jacoby et al，2002；钟甫宁和纪月清，2009）。参考仇童伟和罗必良（2019）的做法，采用村庄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衡量村庄地权稳定性。具体而言，如果农地调整与否由村民需求决定，则认为农地产权是稳定的。否则，则认为农地产权不稳定
。原因在于，安全且稳定的产权是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基本前提的，否则就会影响他们的产权预期。本文同时采用农户是否持有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来衡量地权稳定性
；农地流转特指农地经营权流转
，采用其的原因是地权稳定性对农地流转具有直接影响，由此可以间接反映地权稳定性。本文同时采用了村庄和农户层面的农地流转指标。具体变量定义与描述见表1。
2.主要自变量。本文主要自变量为宗族间力量对比的失衡程度。在已有研究中，村庄第一大姓是否有宗族组织、村庄第一大姓占总人口的比例、宗族团结程度和宗族是否有族谱被用来衡量宗族传统是否保存良好（郭云南和姚洋，2013；郭云南和姚洋，2014；仇童伟和罗必良，2019）。然而，以上述指标衡量宗族间的力量对比并不合适。既然是村庄自发形成的力量，其最原始的来源就是“人多势众”。在不考虑宗族成员担任行政职务的前提下
，宗族人口占比越高，其在力量对比中越占优势。首先，村庄宗族数量越多，单个宗族的人口占比越低，宗族间的力量分布越均衡；其次，第一大宗族在权力结构中具有主导地位，其人口占比直接决定了它与其他宗族力量的相对大小；最后，宗族规模平衡度系指各宗族人口占比的标准差，这能较好地反映各宗族的相对规模。

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权力悖论”对宗族权力失衡的影响时，将引入表征农地重要性的变量——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和村庄地形。其原因在于，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越高，说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强。类似的，与平原地区的农户相比，山区农户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更为复杂，谋生手段也相对单一。这会提高弱势群体在地权博弈中的反抗热情，诱致“权力悖论”；在分析行政渗透对宗族博弈的影响时，将引入表征行政渗透的变量——村庄选举行政干预。与村民自发选举的村庄相比，由上级政府指派村委候选人的村庄受到的行政渗透明显更强。使用村庄选举行政干预指标的好处是，它是由政府部门作出的，属于政策变量，即外生于农户行为或村庄经济水平。

3.控制变量。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既包括农户层面的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农地转入，又包括农户所在村庄的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及农地流转状况，故识别了农户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农户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数、家庭男性占比、家庭老年人占比、家庭总收入、家庭是否拥有小汽车、拖拉机、大型农机具或牲畜。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村庄耕地面积、非农集体经济、集体财政收入、村庄是否是大中等城市郊区、是否在乡镇政府所在地、距离乡政府距离。一方面，村庄的社会经济特征会影响地权的实施以及农地流转。另一方面，不同地域和社会经济环境对宗族的形成存在不同的影响。故控制村庄社会经济变量有助于缓解模型估计中的自选择问题。

表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
	定义与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
	农户所在村庄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1=根据村民需求决定是否调整，0=不根据村民需求决定是否调整
	0.344
	0.476

	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农户是否获得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1=是，0=否
	0.467
	0.499

	村庄农地流转
	农户所在村庄是否发生农地流转：1=是，0=否
	0.764
	0.426

	农地转入
	农户是否转入农地：1=是，0=否
	0.101
	0.302

	宗族数量
	农户所在村庄的宗族数量：1=单一宗族，0=多宗族
	0.052
	0.222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农户所在村庄第一大宗族人口占村庄总人口的比例
	0.454
	0.267

	宗族规模平衡度
	农户所在村庄前三大宗族人口占比的标准差
	0.274
	0.248

	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
	2015年村庄15~64岁的常住人口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比例
	0.624
	0.367

	村庄地形：山区
	1=是，0=否
	0.283
	0.452

	村庄选举行政干预
	1=村委候选人由上级指派，0=其他
	0.051
	0.220

	家庭人口数
	人
	6.139
	3.749

	家庭男性占比
	家庭男性占总人口比例
	0.422
	0.181

	家庭老年人占比
	家庭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0.209
	0.291

	家庭总收入
	农户家庭2015年总收入（万元）
	3.982
	6.771

	小汽车
	家庭是否有小汽车：1=有，0=没有
	0.140
	0.377

	拖拉机
	家庭是否有拖拉机：1=有，0=没有
	0.140
	0.347

	大型农机具
	家庭是否有大型农机具：1=有，0=没有
	0.024
	0.153

	牲畜
	家庭是否有牲畜：1=有，0=没有
	0.082
	0.274

	村庄耕地面积
	2015年村庄耕地面积（千亩）
	2.934
	5.107

	村庄非农集体经济
	2015年村庄是否有非农集体经济：1=有，0=没有
	0.033
	0.179

	村庄集体财政收入
	2015年村庄集体财政收入（万元）
	5.626
	71.052

	大中等城市郊区
	村庄是否是大中等城市的郊区：1=是，0=否
	0.071
	0.257

	乡镇政府所在地
	村庄是否是在乡镇政府所在地：1=是，0=否
	0.142
	0.349

	村庄距离乡政府距离
	村庄距离乡政府距离（公里）
	7.232
	9.998


（四）模型选择与说明

本文试图考察宗族如何影响农地产权稳定性。由于涉及农户及村庄两个层面的分析，故首先考察宗族力量对比对村庄农地调整和农地流转的影响。模型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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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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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表示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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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村庄的农地产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其中，农地产权稳定性由村庄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进行刻画；农地流转由村庄是否发生农地流转进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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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村庄的宗族力量对比的失衡程度，由宗族数量、第一大宗族人口占比和宗族规模平衡度共同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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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村庄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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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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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待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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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误差项，并满足标准正态分布。

其次，宗族力量对比对农户是否持有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是否转入农地的影响也反映了宗族博弈过程中，农地产权的界定与实施状况。模型设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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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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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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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地产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其中，农地产权稳定性由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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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持有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进行衡量；农地流转由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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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转入农地进行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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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家庭总收入、家庭是否拥有小汽车、拖拉机等变量构成的向量。
[image: image66.wmf]0

g

为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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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待估计系数。其余变量的定义与式（11）中的一致。
进一步地，文章还将探讨宗族力量对比失衡的约束机制。具体而言，在式（11）和式（12）的基础上，分别探讨在不同的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村庄地形和村庄选举行政干预状况下，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如何影响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引入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和村庄地形变量表达的是，在农地重要性不同状况下，小宗族会相机决策，由此引发“权力悖论”的出现；引入村庄选举行政干预变量则是从行政渗透的角度出发，探讨行政渗透差异对宗族博弈存在的影响。
上述估计可能面临内生性问题。首先，宗族力量的相对大小可能受到区域文化和经济特征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同时影响农地产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尽管我们已经控制了一些村庄层面的变量，但是乡镇、县和文化地理等层面的因素难以控制，这可能导致遗漏变量问题。其次，宗族博弈诱发的地权不稳定和不公平分配，可能造成小宗族生计困难，迫使他们离开村庄。即，村庄地权稳定性可能会反向影响宗族博弈。

本文拟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并采用村庄是否处于宗族集聚区作为宗族间力量对比的工具变量。根据吕思勉（1985）、仇童伟和罗必良（2019）的研究，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和浙江被设置为宗族集聚区。宗族集聚源于中原文明的南迁，涉及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迁徙。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迁入内地，并于西晋末年爆发五胡乱华，迫使北方汉族先后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到公元八世纪，安史之乱造成大批北方居民南迁避难。再到公元12世纪，北宋末年至南宋期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占据中国大陆中北部，大批人口随着统治者偏安江南。人口迁移往往是举家或举族迁徙，加之中原文化的传承，宗族文化在南方生根（葛剑雄，1991）。从历史的脉络看，宗族集聚区的形成源自战乱和中原文化南迁，与1998年以来的地权改革并无直接关系。在宗族集聚区和非集聚区，宗族间力量对比和人口分布则存在显著差异。即本文的工具变量——村庄是否处于宗族集聚区满足外生性和排他性假设。由于式（19）和式（20）中的因变量均为二元变量，故采用iv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影响

表2汇报了宗族影响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的模型估计结果。首先，Durbin-Wu-Hausman（DWH）检验的结果显示，宗族对地权稳定的影响受到内生性的干扰。其次，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显示，本文工具变量——村庄是否处于宗族集聚区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第2列到第4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宗族数量、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和宗族规模平衡度均在10%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即宗族力量对比越均衡，农地调整越可能按照村民需求进行。农地调整作为农村自发的地权界定形式，体现了村民自治，并受到社会习惯、非正式社会组织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根据理论部分的分析可知，宗族在地权竞争中是以相对力量和博弈取胜概率，分得相应比例的农地。单个宗族力量越大，越可能挤压其他小宗族的农地份额。尤其考虑到大宗族具有俘获村庄治权的能力，大宗族代理人将采取利于本宗族的农地调整方式。相反，当村庄形成多宗族制衡，地权界定则更可能实现民主性和公平性。

第5到第7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宗族数量、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和宗族规模平衡度均在1%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即宗族力量对比均衡可以提高农户获得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可能性。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由国家颁发，用以确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法律文本。然而，法律实施与村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宗族在地权界定中的较量，决定了地权配置的原则，而任何一种博弈均衡都对应不同的法治可实施性。尤其在族权俘获村庄治权的过程中，偏向性的地权配置可能诱发基层治理对法治的排斥。相反，宗族力量制衡在诱发地权界定公平和冲突均衡稳定的过程中，使得与之相符的法律产权界定更易实施。尤其考虑到村干部因多宗族选举而具有的社会认同基础，民主治理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孙秀林，2011）。在此过程中，农地的国家赋权也将更易于在村庄中实施。

表2 宗族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影响
	变量
	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
	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宗族数量
	-2.471*

（1.327）
	
	
	-3.361***
（0.152）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1.948**
（0.943）
	
	
	-2.662***
（0.105）
	

	宗族规模平衡度
	
	
	-2.076**
（1.016）
	
	
	-2.819***
（0.11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070
（0.162）
	0.766
（0.524）
	0.452
（0.382）
	0.108*
（0.057）
	1.244***
（0.078）
	0.801***
（0.068）

	样本量
	212
	212
	212
	7527
	7527
	7527

	Wald chi2
	22.36***
	20.14***
	19.89***
	713.23***
	1008.72***
	966.07***

	Log pseudolikelihood
	-102.03
	-135.17
	-118.50
	-3962.73
	-5033.57
	-4447.44

	DWH检验
	2.73*
	2.82*
	2.76*
	229.91***
	240.48***
	243.21***

	弱工具变量检验
	7.06
	16.52
	15.77
	277.62
	635.49
	614.3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限于篇幅，其余控制变量的影响略。下同。

（二）宗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表3汇报了宗族影响农地流转的模型估计结果。首先，DWH检验的结果显示，宗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受到内生性的干扰。其次，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显示，本文工具变量——村庄是否处于宗族集聚区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第2列到第4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宗族数量在5%显著水平上，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和宗族规模平衡度在1%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村庄的农地流转，即宗族力量对比均衡有助于农地流转。相关研究指出，农地的使用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交易价值，地权稳定性则决定了其可交易性（Cheung，1974；Ma et al，2015）。如表3的估计结果所示，只要宗族间相互制约，地权就会越发稳定，地权交易的预期稳定性也就越强。

第5列到第7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宗族数量、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和宗族规模平衡度均在1%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显然，村庄地权竞争的发生决定了地权变更及其不稳定性，流转的营利性则决定了预期收益的稳定性是转入农地的基本前提。这两方面冲突造成的后果是，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将通过诱发地权不稳定，使得农地经营权流转的预期收益不足，从而造成农户对转入农地的需求下降。然而，宗族间相互制衡则会强化自发秩序下的地权稳定性，提升法律赋权的作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可交易性及其价值表达。
表3 宗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变量
	村庄农地流转
	农地转入

	宗族数量
	-2.852***
（1.035）
	
	
	-1.586***
（0.325）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2.249***
（0.712）
	
	
	-1.241***
（0.255）
	

	宗族规模平衡度
	
	
	-2.407***
（0.779）
	
	
	-1.314***
（0.27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625***
（0.137）
	1.609***
（0.350）
	1.257***
（0.252）
	-1.110***
（0.095）
	-0.596***
（0.170）
	-0.806***
（0.134）

	样本量
	212
	212
	212
	7527
	7527
	7527

	Wald chi2
	35.14***
	42.09***
	38.19***
	582.26***
	539.48***
	535.96***

	Log pseudolikelihood
	-77.05
	-110.10
	-93.51
	-1233.76
	-2296.97
	-1708.35

	DWH检验
	5.62**
	6.15**
	5.88**
	24.28***
	22.81***
	23.20***

	弱工具变量检验
	7.06
	16.52
	15.77
	285.00
	635.49
	614.3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权力悖论”是否存在？

1.以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表征农地重要性。表4汇报了宗族与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交互项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导致农地调整不按村民需求进行不同的是，随着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的提高，宗族激励了农地调整按照村民需求进行（见第2列到第4列）。即，宗族与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交互项均在10%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类似地，虽然宗族与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交互项负向影响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其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小于宗族博弈变量系数的绝对值（见第5列到第7列）。这表明，随着农地对农户生计重要性的提高，宗族力量对比失衡所诱发的地权不稳定被弱化了。同时，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越高的村庄，农地承包经营证书的发放率越高。这也表明，在土地依赖性越高的村庄，宗族对土地法律实施的辅助性功能表现地越明显。
表4 宗族与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影响
	变量
	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
	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宗族数量
	-4.058**
（1.832）
	
	
	-2.239***
（0.269）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1.959**
（0.899）
	
	
	-1.262***
（0.173）
	

	宗族规模平衡度
	
	
	-2.309**
（1.082）
	
	
	-1.377***
（0.187）

	宗族数量#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
	3.824*
（2.181）
	
	
	-1.164***
（0.362）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
	
	1.968*
（1.254）
	
	
	-0.921***
（0.238）
	

	宗族规模平衡度#村庄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
	
	
	2.449*
（1.561）
	
	
	-1.014***
（0.269）

	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
	0.203
（0.268）
	-0.242
（0.476）
	0.208
（0.359）
	-0.173***

（0.043）
	0.262***
（0.076）
	0.210***
（0.05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229
（0.257）
	-0.242
（0.476）
	-0.287
（0.382）
	-0.027
（0.061）
	0.594***
（0.088）
	0.339***
（0.076）

	样本量
	212
	212
	212
	7527
	7527
	7527

	Wald chi2
	27.41***
	42.25***
	35.00***
	691.16***
	661.27***
	685.61***

	Log pseudolikelihood
	116.52
	-67.66
	25.88
	3663.08
	-2736.16
	609.7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5进一步地汇报了宗族与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交互项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交互项对村庄农地流转未呈现显著影响（见第2列到第4列），但在1%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见第5列到第7列）。这表明，随着农地重要性的增强，宗族并不会抑制农地的可交易性。对于农户来说，宗族竞争地权所导致的地权不稳定是影响其交易预期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正如表4中所示，随着农地重要性的提高，地权稳定性也被改善，由此显化了农地的交易价值。众多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是农地可交易性的重要前提。随着宗族力量对比失衡诱发的“丛林规则”被小宗族的反抗力量制衡，地权的公平分配将自发实施。换言之，传统乡村具有自发约束宗族势力扩张的内在机制。
表5 宗族与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变量
	村庄农地流转
	农地转入

	宗族数量
	-1.725
（1.928）
	
	
	-2.562***
（0.484）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0.864
（1.113）
	
	
	-1.243***
（0.289）
	

	宗族规模平衡度
	
	
	-0.983
（1.216）
	
	
	-1.379***
（0.325）

	宗族数量#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
	-0.513
（2.361）
	
	
	2.128***
（0.528）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
	
	-0.436
（1.566）
	
	
	1.222***
（0.362）
	

	宗族规模平衡度#村庄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
	
	
	-0.508
（1.774）
	
	
	1.396***
（0.417）

	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
	0.408
（0.322）
	0.365
（0.525）
	0.411
（0.417）
	0.200***
（0.068）
	0.380***
（0.127）
	0.358***
（0.09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390*
（0.241）
	0.836*
（0.488）
	0.650*
（0.385）
	-1.233***
（0.114）
	-1.214***
（0.153）
	-1.293***
（0.130）

	样本量
	212
	212
	212
	7527
	7527
	7527

	Wald chi2
	28.04***
	23.89***
	25.24***
	649.93***
	605.24***
	584.60***

	Log pseudolikelihood
	140.20
	-45.21
	48.14
	6397.93
	11.15
	3360.73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2.以村庄地形表征农地重要性。表4和表5采用了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来衡量农地重要性。虽然该指标与农地重要性的相关性很强，但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生变量。为此，文章进一步采用村庄地形来反映农地重要性。众所周知，地形越是以山区为主的地区，其交通便利性和基础设施建设越差，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受限。由此，相比于平原地区，山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强。而且，村庄的地形是严格的外生变量。表6分别汇报了山区和非山区的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影响。

首先，对于那些位于山区的村庄来说，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无显著影响。但对于那些位于非山区的村庄来说，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在1%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即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导致村民的农地调整需求难以被满足。其次，尽管对于那些处于山区的村庄，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仍然抑制了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但与非山区的村庄相比，宗族数量、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和宗族规模平衡度对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负向影响显著减小了。上述证据表明，在偏远的山区，农地的较强重要性导致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性的抑制性变弱，再次验证了“权力悖论”的存在。

表6 不同村庄地形下宗族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影响
	变量
	村庄地形=山区

	
	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
	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宗族数量
	-0.013
（1.450）
	
	
	-1.257***
（0.270）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0.012
（1.899）
	
	
	-1.222***
（0.283）
	

	宗族规模平衡度
	
	
	0.002
（2.080）
	
	
	-1.361***
（0.31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145
（0.326）
	0.150
（1.032）
	0.142
（0.766）
	-0.229*
（0.131）
	0.328*
（0.182）
	0.151
（0.156）

	样本量
	60
	60
	60
	2129
	2129
	2129

	Wald chi2
	16.45***
	16.73***
	16.55***
	144.89***
	159.34***
	159.42***

	Log pseudolikelihood
	-23.54
	-32.19
	-26.84
	-779.30
	-1140.08
	-933.97

	变量
	村庄地形=非山区

	
	农地调整与否的原因
	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宗族数量
	-3.896***
（1.483）
	
	
	-4.129***
（0.157）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2.678***
（1.015）
	
	
	-2.970***
（0.108）
	

	宗族规模平衡度
	
	
	-2.813***
（1.097）
	
	
	-3.065***
（0.11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044
（0.216）
	1.070*
（0.633）
	0.614
（0.473）
	0.232***
（0.059）
	1.459***
（0.085）
	0.928***
（0.075）

	样本量
	152
	152
	152
	5398
	5398
	5398

	Wald chi2
	28.10***
	19.77***
	18.54***
	1069.92***
	1141.12***
	1043.43***

	Log pseudolikelihood
	-64.41
	-86.85
	-75.66
	-2804.34
	-3550.01
	-3156.0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7分别汇报了山区和非山区宗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首先，对比山区和非山区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如何影响村庄农地流转，结果显示，在山区，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村庄农地流转无显著抑制作用，但在非山区，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在1%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村庄农地流转。其次，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农地转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山区，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依然对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无显著抑制性，但在非山区，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在1%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与表6结论具有逻辑一致性的是，由于山区农民的土地依赖性较强，造成弱势群体会在地权竞争中付出更多的资源，从而提高了富裕群体占有地权的成本。为保证生产经营的稳定，富裕群体将采取合作性策略，给予弱势群体一部分资源，从而缓和社会矛盾，也由此提高了地权的稳定性和可交易性。这也是农村自发的制衡机制，即在资源博弈中寻求合作解，维持村庄政治生态的稳定。
表7 不同村庄地形下宗族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变量
	村庄地形=山区

	
	村庄农地流转
	农地转入

	宗族数量
	-1.889
（1.471）
	
	
	0.037
（0.369）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2.504
（1.732）
	
	
	0.186
（0.477）
	

	宗族规模平衡度
	
	
	-2.682
（1.830）
	
	
	0.194
（0.52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071***
（0.394）
	2.347**
（0.978）
	1.947***
（0.721）
	-1.346***
（0.186）
	-1.426***
（0.284）
	-1.396***
（0.234）

	样本量
	60
	60
	60
	2129
	2129
	2129

	Wald chi2
	8.21
	9.77
	8.14
	98.42***
	97.92***
	97.52***

	Log pseudolikelihood
	-9.14
	-17.70
	-12.25
	-24.87
	-357.99
	-157.67

	变量
	村庄地形=非山区

	
	村庄农地流转
	农地转入

	宗族数量
	-3.548***
（1.221）
	
	
	-2.789***
（0.418）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2.333***
（0.869）
	
	
	-1.700***
（0.304）
	

	宗族规模平衡度
	
	
	-2.456***
（0.939）
	
	
	-1.736***
（0.31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478***
（0.138）
	1.520***
（0.434）
	1.145***
（0.305）
	-0.842***
（0.138）
	-0.284
（0.217）
	-0.601***
（0.167）

	样本量
	152
	152
	152
	5398
	5398
	5398

	Wald chi2
	44.73***
	49.43***
	43.17***
	731.56***
	529.28***
	519.75***

	Log pseudolikelihood
	-59.49
	-80.23
	-69.62
	-910.32
	-1652.44
	-1258.51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行政渗透是否制约了宗族的地权竞争冲动？

无论是探讨宗族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影响，或者探讨“权力悖论”，本文均假定村庄行政渗透不足，这与中国农村的面积过大是吻合的。尤其对于西南或西北地区，农村地区幅员辽阔，行政执法成本过高，由此导致行政渗透在很多地区是不足的。然而，随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强化和国家对农村法治的推动，农村行政渗透将很大程度得到增强。为此，本文进一步考察随着行政渗透的增强，宗族博弈对地权稳定和农地流转的影响将如何变化。该分析一方面是来论证本村庄行政渗透不足假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从行政干预角度为约束基层非正式组织不法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表8分别汇报了在村委候选人由上级指派或非上级指派的村庄中，宗族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影响。

结果显示，在村委候选人由上级指派的村庄中，宗族数量、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和宗族规模平衡度对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农地转入变量均未产生显著抑制作用。相反，在村委候选人非上级指派的村庄中，宗族数量、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和宗族规模平衡度均在1%显著水平上负向影响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农地转入变量。这表明，在行政渗透越强的村庄，宗族按照势力配置农地资源的行动逻辑越可能受到有效制约。然而，尽管行政渗透的增强有效约束了宗族势力的扩张，但社会自我执行的治理安排仍旧是村庄治理的重要力量，诱导其对法律实施的协助将是推动基层善治的重要举措。

表8 不同行政渗透下宗族对农地产权稳定性及农地流转的影响
	变量
	村庄选举行政干预=村委候选人由上级指派

	
	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农地转入

	宗族数量
	-0.272
（0.371）
	
	
	-0.143
（0.672）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0.869
（1.068）
	
	
	-0.377
（1.984）
	

	宗族规模平衡度
	
	
	-0.727
（0.890）
	
	
	-0.443
（1.60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196**
（0.559）
	-0.562
（1.236）
	-0.877
（0.877）
	-2.426***
（0.908）
	-2.200
（2.193）
	-2.302
（1.468）

	样本量
	347
	347
	347
	347
	347
	347

	Wald chi2
	80.36***
	77.78***
	79.89***
	105.76***
	102.70***
	88.60***

	Log pseudolikelihood
	-111.52
	297.81
	564.72
	15.91
	443.88
	722.74

	变量
	村庄选举行政干预=其他

	
	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农地转入

	宗族数量
	-4.120***
（0.186）
	
	
	-2.000***
（0.469）
	
	

	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
	
	-2.601***
（0.111）
	
	
	-1.087***
（0.270）
	

	宗族规模平衡度
	
	
	-2.800***
（0.120）
	
	
	-1.182***
（0.29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059
（0.058）
	1.218***
（0.080）
	0.795***
（0.069）
	-1.098***
（0.100）
	-0.678***
（0.172）
	-0.850***
（0.136）

	样本量
	7145
	7145
	7145
	7145
	7145
	7145

	Wald chi2
	821.08***
	887.75***
	883.79***
	580.73***
	501.94**
	502.51***

	Log pseudolikelihood
	-2989.52
	-4779.90
	-4255.15
	-435.59
	-2218.46
	-1691.9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进一步分析

1.宗族与村庄选举民主化。上文提到，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会造成族权俘获村庄治权，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则可以推动基层选举的民主化。为验证该推断，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宗族博弈如何影响村庄民主选举，以及村主任和村书记是否更可能由第一大宗族的成员担任。分析结果表明，宗族间力量对比越平衡，民主选举实施的可能性越大。进一步证据表明，宗族数量、第一大宗族规模占比和宗族规模平衡度均显著正向影响村主任和村书记是否为村庄第一大宗族成员，即宗族间力量对比越平衡，大宗族成员担任村委会主要职务的概率越低。换言之，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具有助力基层选举和治理民主化的功能。
2.宗族组织化程度对农地的产权稳定及其流转的影响。宗族力量的对比不仅取决于其成员多寡，也取决于其组织化程度。如果缺乏组织化，宗族将仅仅是同一祖先的后代遵循传统礼仪，定期祭祀祖宗的松散组合。组织化还意味着，竞赛成功函数中的决定参数将提高，这将提高地权配置对博弈投入的敏感性。组织化程度越高，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地权稳定性就会越差，地权的可交易性也将受到限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宗族的去组织化不仅有助于提高地权稳定性，还有助于提高地权的可交易性。换言之，推动宗族与基层治理相结合，需要将着力点放在弱化宗族的组织化属性，发扬其文化传承和沟通协调功能。
五、结论与启示

农地的产权稳定及其流转是提高农业绩效和活跃农村要素市场的重要前提，但在行政渗透相对不足的农村地区，宗族对村庄资源配置和产权治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在行政渗透不足时，地权界定中的竞争成功概率取决于博弈投入及宗族力量对比，但小宗族反抗诱发的“权力悖论”和行政渗透对宗族力量的约束，均可以强化地权稳定性及其可交易性。实证结果显示，在宗族力量对比均衡的村庄，农地调整更能够按照村民需求进行实施，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率和农地流转率更高。随着农地重要性的提高，以及村庄行政渗透的增强，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和农地流转的抑制性均被显著弱化。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自治、法治与德治的有效衔接成为基层民主治理的关键。其中，如何形成自治与德治背景下法治的低成本嵌入，将是农村治理法制化的重要一环。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是：首先，在宗族集聚区，需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加强基层党组织监管，着力约束大家族势力，减少宗族势力失衡诱发的发生在村民身边的腐败；其次，应着力切断族权与村庄治权的直接联系，尤其需防控族权通过干预选举对村庄治权的俘获。同时，应加强对基层领导干部和民主选举的直接监督，落实村务公开化、透明化与民主决议机制。在此基础上，有效诱导并善用宗族在组织协调、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农村宗族力量在促进社会稳定、文化进步和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是双重的，关键要看如何对其进行引导（杜爽，2017）。要善用宗族力量来化解农村矛盾、发展生产、传播文明乡风和开展公益事业。尤其对于部分行政渗透不足的地区，宗族的组织协调功能可能是降低动员农村基层过程中交易成本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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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Clans Shape the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Abstract: Cla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villag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property righ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ut the competition for land property righ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sufficient administrative penetration in villag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mutual checks and balances among clans help stabilize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improve its tradability. Even if clan power is unbalanced, the weak resistance and administrative penetration can still effectively limit the adverse impact of clan on the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even strengthen the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Drawing in data covering 212 villages and 7527 households from the 2016 China Labor Dynamic Survey, the estimated results show that that mutual checks and balances among clans make it easier to adjust agricultural land according to villagers’ demands, and the issuance rate of land certificate and land transfer rate are also higher. Meanwhile, when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villages increases or the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al land increases,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an on the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land transfer will be effectively weakened.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with the infil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 action logic of configuring land property rights according to power and restraining land transfer by clans will be effectively limited.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mutual checks and balances among clans, the self-restraint of clans facing the resistance of the weak and administrative infiltration have the role of stabilizing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realizing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village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guide and orderly regulate the clan, promote it to become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laws, and then induce great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Keywords: Stability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Cl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Paradox of Power
�在已有研究中，地权稳定性被界定为农户有权长期使用某一块土地而不用担心将来某一天使用权被无偿剥夺的状态，所谓地权不稳定就是农户的土地财产权被不公正地或随机地侵犯（刘晓宇和张林秀，2008）。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农地承包经营证书和农地调整来衡量地权稳定性（钟甫宁和纪月清，2009；Ma，2013）。除此之外，还可以借助农地流转的契约化交易，进一步验证地权稳定性。其原因在于，稳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不稳定的地权将抑制农地流转（马贤磊等，2015）。


�尽管《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村民组织法》等法律的颁布已使得农民的土地产权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保护，但乡规民约在很多地区仍作为政府处理土地纠纷的重要依据。由于法律规定不可能涵盖产权安排的方方面面，所以村庄传统组织文化能够在地权界定与实施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尽管祖宗地与农村集体承包制度是相悖的，但其已延续了近40年，且在当地形成了普遍的社会认同，甚至连当地政府都默认其合理性。这表明，民间自发的、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非正式安排也可以在官方的制度安排下存在，并成为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


�本文中的行政渗透不足指的是，由于农村要素流动的开放性、经济活动的分散性和地域的广阔性，其集中治理难度较城市大得多，从而诱发行政渗透不足。关键是由行政治理成本过高所致。即便在组织架构上能够将支部建在村上以加强对农村的监管，但却离不开与村庄非正式组织的互动协调。


�这里隐含的假设是，宗族内部可以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但这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


�由于中国农村具有根据自然地理环境聚村而居的特点，故一个村庄大多可以形成一个宗族，在与外村竞争资源时也经常以组织形式出现。


�在2016年CLDS调查中，农地调整的原因被区分为“征地”、“人口增减变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和“其他”，本文将“人口增减变化”和“第二轮土地承包”视为按照村民需求，其余则视为不按照村民需求进行的调整。


�2016年CLDS调查中，询问了农户是否持有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并未涉及是否签订农地承包合同或持有合同文本。


�2016年CLDS调查中，仅调查了农户是否转入农地，故本文采用农户所在村庄是否发生农地流转和农户是否转入农地来衡量地权流动。


�某种意义上说，宗族成员在政府部门担任职位也受到宗族势力的影响。宗族在村庄中的势力越大，人口占比越高，其控制村庄选举和各种事务的能力就越强，越可能将宗族代理人推至行政部门。反过来，宗族代理人的职务又强化了宗族在村庄或区域内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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